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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

本书始撰于“新时期文学史三十年”的2008年，完稿于“当代文学史六十年”的2009年，名为“中国文学发展三十年”，目的在于在枯燥的史论中力求趣味性、独创性与新颖性。方法上列举史实、重视口述史并强调个案研究，目的在于通观“新时期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中的主导地位。笔者既作为作家，亦作为评论家，有幸亲身参与新时期文学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诸多文学大事件，全书内容连贯写成，之前从未在任何媒体、会议上发表出现过。此书为华语学术界真正意义上第一部关于“新时期文学史”的专著。
关于作者：

韩晗，男，武汉人。1985年出生。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目前已公开出版独撰专著五部与译著一部，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民族》《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人民文学》《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等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论著、译著两百余篇，部分作品获得包括中国戏剧文学奖、《上海文学》文学新人奖、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批评奖在内的各类奖励四十余次。学术方向为大众文化批评与当代文学史研究。

各方评价
全著论从史出，结构严谨，体现了韩晗敏锐的批评视角与扎实的学术功底。尤其在书中深入比较研究了两岸网路文学的发展，从内容到体例上都非常完善。其出版不但填补了大陆学界“新时期文学”系统性研究成果的空白，更是台岛第一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系统专著。

 ——台湾 《中央日报》，2009年9月25日
新时期文学已经有30年了，今年各地也纷纷举行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对文革后的文学状况确实也需要做学术性清理。所以韩晗的这个选题是很有意思的。

 ——著名当代文学史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洪子诚
在这本书中，文学本体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被扩大化了——作家、作品、思潮、现象、文学批评甚至文学生产模式，都成了可以分析的对象。强调文学本体的多元化，恰恰是当下文学评论与文学理论最需要的一种研究范式。
——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尧

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作。

     ——著名文艺理论家、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樊星
我差不多花了三个小时读完了韩晗的书稿，总的感觉就是惊喜。没有想到韩晗有如此的功力，写出了如此优秀的文字。虽然我不治文学史，但也充分享受到了阅读的快乐。

     ——当代中国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于建嵘
这本书的意义不只是为当代中国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更是为如何进行文学批评塑造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例证。
——著名汉学家、美国新泽西大学教授  夏高奇（Gaucho Share）
韩晗这本著作，初看就觉得气势不凡，很有见地。

——著名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颐武
韩晗这本书写得相当出色，很有才气，不是教材式的按部就班，有着自己的思路、体例，对作品的评点要言不烦，总有见解。

——著名文艺理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晓明
「魚尾巴」的味道

1919年的五四和新文化運動，拉開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序幕。不料短命的「現代」僅僅維持了30年即轉入當代文學的範疇，由是又過了60年。

不久前，我恰好拜訪了汪曾祺先生在上海的一位內侄，對談中他提到：「汪曾祺的價值就在於恢復了五四之後文選的一些傳統。」深以為然。而這恰恰說明了一點：中國當代文學史，是被割裂了的。

在這個問題上，不能不說《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三十年》這部作品和他的作者韓晗是敏銳的。因為他發覺到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如果按照本書中的說法，將從1919年至今這90年時間劃分成三段，那麽幾乎恰好好是每段30年。

這種劃分有點像切魚，但不同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魚頭」很大，「中間段」肉不多卻還有點骨鯁在喉。那麽「魚尾巴」呢？站在90年的尾巴上，我們有必要回眸與反思，因而也有必要讀一讀這本書。

30年在歷史的長河中當然顯得很短暫，但中國當代文學的「新時期」卻好像有幾個世紀那樣漫長。從「傷痕文學」當「朦朧詩」，從「後現代」到「網絡文學」、「青春文學」，尋找舊傳統，接受西方文藝理論，尤其是社會的高速變遷，讓文壇30年顯得紛繁雜蕪。然而，隨著韓晗的筆觸，我們竟然真的找出了一些脈絡。

作者確實拿出了令人感動的治史精神，比如單單為作《三個魯迅》一節，便閱讀了超過2000篇當代關於魯迅的學術論文，因而其對於魯迅研究之變遷的掌握和總結已經很難做得不到位。

當然，從其寫作的方式來看，這大概不能算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史作品。作者並沒有拘泥於傳統的文學史寫作模式，在引經據典之外，更有著一種表達自我見解的強烈願望。我們沒有理由苛責其為「以論代史」，因為作者已經明晰地為這30年理出了一個脈絡，這就是一本非常個性化的、韓晗眼中對於新時期文學發展的「評傳」。你當然可以將這一點作為攻擊這部作品不足的口舌，但它也許又恰恰是全書最為閃光的地方。

與之相類似的，作者說自己這部作品的許多素材，還來自於30年文學史中人物的訪談乃至對談。寫慣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學究論文的老先生們也許會將這種方法視為「野路子」，但換一個思路想想，這不恰恰說明了《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三十年》這項工作的開創性嗎？

當然，作為「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當世之人，韓晗在做這項有著先驅性的工作時，也難免有一些我們任何人都無法評價的功過得失。比如在探尋的過程中，他從「人的意識」、「自我的意識」再到「人的迷失」這樣的進程去結構，並以此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雖然這讓人無法找到一套更好的體系，但仍然略有牽強之感。又比如，他將1978年至今劃分為五個時間段，雖然每個時間結點的選擇都有各自的依據，似乎還難以讓人百分百地信服。

其實，所有的這些原本就不成其為問題或者不足。因為我們都只是生存在這30年之中，只有再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歷史的眼界才會更開闊，在當代文學的地域下湧動的種種暗流才會噴薄而出乃至交匯。

但治史的人應當知道，日記的史料價值終究是高過回憶錄的。沒有今日邁出這求索的第一步，他日又豈能空談什麽眼界的開闊呢？

記得曾經聽過這樣一個傳說，一位老先生釣到了一條魚，便分給三個兒媳婦品嘗。最後來的一個見只剩下一條沒有肉的尾巴，便賞給了伺候自己的女傭人。老先生聞後一聲嘆息，而女傭人吃了魚尾巴之後便懷上了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

如今，韓晗已經把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這條「魚尾巴」烹製成了一道美食，至於裡面是不是真正懷著「龍種」，真的還只有吃過之後才能知道了。
——《上海青年報》高級記者，文化評論家 丁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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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谈“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传统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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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03-2008：大众媒介下文学的“现代性”危机
1.阎连科、刘庆邦、陈应松与“底层叙事”
2.“青春文学”的出现与沉寂
3.功利化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
4.从读图时代到畅销时代

六．结束语
补记：谁的新时期文学？当代文学史何为？
——兼谈“当代性”诸问题
前言
打算写一部文学史，是早就以来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的确立，却是在2008年10月。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文体学国际研讨会，我作为最年轻的发言代表应邀出席。当时准备的发言题目是《一个文学评论界“叛徒”的自白》，题目很新颖，“叛徒”自然是指我自己。之所以自责为“叛徒”，倒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有着自己的学术主张，即从单纯的文学评论“叛变”到文体学研究的队伍当中——说白了就是期望将文体学研究引入到文学评论领域当中来。发言完毕，福州大学潘虹、徐朝晖两位教授立刻在后面的发言中呼应我，得道多助，行而不孤，给了我不少的信心。

会后遇到北京大学的申丹老师与清华大学的刘世生老师，两位前辈都非常支持我的观点，并鼓励我尝试着做这样一种探索性的工作。但就我本人而言，却又有着自己更为的大胆设想：能否把文体学研究引入到文学史这个范畴当中来？

在这个设想产生不久之后，我又接二连三地催生了现在的“贪心想法”——能否再拔高一下，把当今前沿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书写有机地结合起来？也许我的目的正是回应之前陶东风先生对于当下文学史书写状况的批评。但是这种结合，本身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尝试，是否成功，自然是一切有待探索。

从本书撰写的角度来看，大致有如下两个值得期待的亮点之处，一个是时间上的切入点。本书从撰写完稿恰恰是从2008年跨入2009年——从“新时期”的三十年向标志“当代”意义的建国六十周年跨入的特殊时期。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以六十年的“当代性”视野，进行“新时期文学史”的梳理性研究，自然有着历史性的价值。

从写作形式看，最重要的特点还是营造出了“当代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的对话。理论必然晚于实践，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文学理论（包括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与文学实践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尤其是眼花缭乱的“新时期文学”——这段时间又是各派文学思潮百花齐放、各类文学理论百家争鸣、各种文学现象争奇斗艳的历史时间段。而且本书采用了文艺学、传播学、译介学、叙事学等各种学术理论，用来辅助说明笔者的学术观点——为了突出重心，笔者采取“个案分析”、“举一反三”的研究方式，以最典型的案例，一窥新时期文学各阶段的全貌。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所有内容，之前均未发发表、公开过，全是一气呵成的整体之作。这样虽然费时费力，但却可以保证作品风格的连贯性、时新性与原创性。

这部著作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地完稿，得力于我的父母、祖母的鼎力支持，当然更要感谢女友刘璐一直以来在我创作这本书时对我倾力的关心，这部书当是送给他们最好的谢礼。

感谢乡贤周传财先生对本书后期的指导与审阅。
感谢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尧教授拨冗为本书亲笔代序并推荐，王尧先生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名家，更是多年来提携笔者的恩师，先生之热情，当使我终生难忘。

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所长邓绍基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与感谢，两位前辈一直在支持我这个年轻后生的创作与研究，这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感情与财富。

尤其向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诚先生表示感谢。在洪先生抱病赴台讲学的途中，还鼓励与支持我这本书的撰述，着实令笔者感动之至。
感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周华斌教授、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著名学者汤吉夫教授、澳门大学朱寿桐教授、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与张新颖教授、北京大学申丹教授、张颐武教授与陈晓明教授、西南民族大学马建智教授、清华大学刘世生教授与陈永国教授、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魏若冰教授、美国新泽西大学亚洲文学系夏高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王飚研究员、王达敏研究员与赵稀方研究员、南京大学董健教授与丁帆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张永健教授、上海大学葛红兵教授、中山大学谢有顺教授、武汉大学樊星教授与浙江师范大学叶志良教授等老师们长期以来的指导与关心。值得一提的是，诸位前辈既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与文艺研究版图上的领军人物，亦是多年来提携笔者的恩师前辈，在此谨表谢意。

尤其感谢台湾秀威出版公司总编辑、著名学者蔡登山先生为该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劳。登山先生为现代文学研究名家，声播学界，誉满两岸。能与先生相识，当是我最大的荣幸。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玛拉沁夫先生、老一辈文艺理论家顾骧先生、著名作家陈应松老师、邱华栋老师与孙甘露老师对本书的完稿付出良多，并多次向笔者提供珍贵的一手资料，在此诚致谢意。

囿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谬误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亟待诸位指导批评。
                                             韩晗
                                       2009年 于北京朝外
书写文学史的“三重立场”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1978-2008）》代序

王 尧

与韩晗相识已有三年多时间，他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一个年轻的作者，在国内一些文学刊物上偶尔能看到他的一些随笔、小说等文学作品。后来他把新近翻译的《从柏拉图到巴特的文学理论》
发给我，读后感触良多。二十出头的年轻学子，敢于尝试这样多领域、宽视野的文学研究工作，其勇气与底气都令人鼓舞。我对大陆“80后”一代，感觉比较复杂，而韩晗的沉潜、稳妥、厚实，给我很深印象。

今年年初，我又收到韩晗的邮件，附件里是一部书稿，《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1978-2008）》（以下简称《三十年》）。近几年学界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势中，对新时期三十年（1978—2008）文学的讨论有不少成果，但尚无系统的成果面世，韩晗的书稿颇出乎我预料，可谓喜出望外。他请我为这本书写序，我欣然同意，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乐见我们这个群体有更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同时，我也愿意就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表达我的一些想法。

应当说，我和韩晗是两代学人，当我们面对一段共同的历史时，我自然关注他对待历史的态度或立场。近三十年来，不仅是文学史观，当代史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参与了打破历史统一论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韩晗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他们如何看历史，无疑值得我们关注。从这个角度看，韩晗在《三十年》一书中，表达的是他对文学史的“三重立场”。

首先是“当代性”的立场。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当代文学因为其开阔性、当代性而时常被赋予很多不同的定位与评价。而从1978年肇始的“新时期文学”，则又构成了当代文学中最重要的部分。

当代文学，是大陆学界的一个特定名词，专指1949年之后的文学，英文一般译作Contemporary literature，最明显的本质则是“当代性”。如何从“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来叙述“文学史”，则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三十年》中，韩晗力图从“当代性”来反思自身的价值及其规律，他在“跋”中，如是阐释“当代性”这一命题：

“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其意义并不在于文学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而在于“当代”这个特殊的限定性语境。“当代文学”中的“当代性”旨在阐释两个命题。一个是当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一个是生产形式。这两者即意味着“当代”在生产方式上的“大众性”，“文学”作为传播形式的“文化性”。

在韩晗看来，当代性的意义在于文学主体中两个命题的呈现，一个是文学的生产，另一个是文学的传播，两者殊途而同归。最关键之处在于，“当代”的切入点是在“生产方式”上的反应——即以“大众性”作为一个出发点进行审理。当代性、生产方式与大众性构成了韩晗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逻辑框架，从这一点来看，韩晗的思路是清晰的，视角也相对敏锐。

阿杜诺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随笔选》中也认为，所谓“大众性”（Mass），就是介于“当代生活”与“文化生产”之间的一个桥梁。如何让日常生活走向审美，如何又让文化生产靠近日常生活，大众性在其中起着重要的过渡作用。在《三十年》里，韩晗就是秉承“大众性”的当代文学观，对1978年以来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文艺思潮与作家作品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与探索。确实，进入到1978年以后，文学刊物、图书出版的市场化，电视剧、电影与互联网的兴起，以及畅销书的出现等等，这些带有“大众性”的文学现象都是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新现象与新问题。批评界将这些问题都归结于文学批评的领域当中，但是很多文学现象已经出现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纳入到文学史的考量范畴当不过分。韩晗在《三十年》中，就对于电视剧、电影与畅销小说的生成与本质做了较为细致、系统的分析。从这点来看，韩晗对于当代文学的理解，有着从时代出发的学术意义与研究价值。尽管，将“当代性”落实到“大众性”仍然有众多可以检讨之处，但确实从一个关键侧面呈现了这三十年文学的特征。

其次，关于“文学本体”的立场。

长时间以来，文学史的书写一直被作家与作品所困扰，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流派都统统地被一揽子放到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之下。人们认为，所谓文学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作家作品史，但是作家作品只是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组成，而无法构成文学史的全部。尤其是进入到后工业化时期，知识生产、文化生产成为了文学之所以被“呈现”的方式，再单纯地从作家作品出发，很难抵达文学本质所强调的真实。

韩晗在《三十年》中没有按照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作品论”进行文学史叙事，而是积极地寻求当代文学的生成机制、生产模式与发展规律——只要是与文学相关并带动文学本体发展的，都可以列入文学史的考量范畴——这既是对于文学史的一种重新解读，也是对于文学本体的另一种重新认识。

在韩晗看来，“文学本体”就是可以反映文学、服务文学的一种文学存在形式。文学是抽象的概念，但文学本体却是真实、客观存在的概念。在《三十年》中，文学本体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被扩大化了——作家、作品、思潮、现象、文学批评甚至文学生产模式，都成了可以分析的对象。强调文学本体的多元化，恰恰是当下文学评论与文学理论最需要的一种研究范式。

尤其对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韩晗所主张的文学本体多元化起到了较有意义的分析效果。譬如韩晗试图审理“文学市场化”语境下“作家”、“文本”与“批评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他采取的就是“文学本体多元化”的方式：

当作家脱离文学思维，且同时批评不能解读文本（或者不为文本所解读）时，作家、文本与批评家三者之间就会呈现出“三者相互独立”的景象。这是“文学市场化”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所呈现出的表征危机。但是，从更深层次的文学本质来看——这一切当是由另一种接受关系决定的，即从读图时代到畅销时代的“双轴位移”。

一言以蔽之，所谓“文学本体多元化”，就是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书写这三者之间寻求一个交集。而这种交集的最好立足点，就是事关当代文学的研究——“当代史”既是历史，也是现实，重要的是，如何用多元化、历史性的眼光来观照“当代”，这是韩晗在《三十年》中力图去阐释、厘清的一个问题。

最后，“人”的立场是韩晗这本《三十年》中的核心观念。

“以人为本”是近年来社会的主旋律，韩晗在《三十年》中，主动寻求中国文学传统中“人”的发展脉络，试图从当代文学中将“人”寻找出来并加以放大。他祛除了“现代性”这个长期以来在文学史研究中既热门又模糊不清的概念，在他看来，当代文学最重要之处，仍是将“人”予以发现并重新定位，这才是当代文学在今后发展的理路，也是当代文学史书写最为核心、关键的立场。

他在《三十年》的《序言》中说：

现代文学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可以被当作一种文学规范进行当代文学的审理与思考，即：人的意识。在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文学一度失范、失语，但是这并不妨碍“人的意识”在文学观念当中以各种形式存在：被弘扬、被打压、被颠覆——但是从来没有被遗忘过，这就是一种新的文学规范所带来的意识价值。

从改革开放至今有三十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也有了六十年历史，但“五四”至今却有了九十年的历史。或许正如怀特海所说，数千年之后的后人反观我们，仍从属于“柏拉图时代”。无疑，谁也无法否定，我们超越了“五四”的精神与文学传统——即人的意识，可以这样说，无论我们怎么求变、如何颠覆，我们的骨子里，仍然延续着“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韩晗的敏锐之处，“人的意识”也是新时期文学史的关键之处。从早期的人道主义论争，到后来的重写文学史，及至“新写实主义”的泛滥，最后再到作品题材的“民生热”，这些都反映了三十年里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这也是为何当代文学史以“新时期文学”为主的原因，因为“新时期文学”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发现并继承了“五四”的文学传统，并试图为这种传统做一层“当代性”的注解。

纵观韩晗这部《三十年》，这“三重立场”是我的读后的一点感受，作为与韩晗父亲同庚的长辈，我很欣喜看到我们的下一代——如韩晗等青年学者的勤奋与努力，在他这本书出版之前，写一篇带有评点性质的序言，我想这也是对他的鼓励与期待。

韩晗这部《三十年》的繁体中文版将由台湾秀威出版公司出版，早闻秀威公司是台湾学者蔡登山先生创立的一家专事学术出版的出版社，大陆许多现当代文学同行如李怡、陈子善与谢泳等人都在那里出版过现当代文学专著。韩晗的《三十年》能在秀威出版，当然是一件好事。尤其，在台湾地区出版大陆的文学史著作，可以让台湾读者更直接地感受到海峡对岸的文学状况，这对于两岸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共识还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是为序。
王尧，男，1960年出生，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艺评论家之一，散文家、文学博士。现为苏州大学党委常委、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文化素质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 该书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